
第48卷 第2期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8
 

No.2
2025年3月 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Mar.2025

收稿日期:2024 12 27
作者简介:洪允姬(1973-),女,韩国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神话学研究。

译者简介:张晖(1981-),女,山东烟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韩国民间文学研究。

① 本文的主体部分译自洪允姬:《 》《中国式神话主义

的两难困境———兼谈神话主义话语兴起动因之民俗主义》,《中国小说论丛》2020年第1期。该文受到大韩民国教育部和韩国

研究财团的资助(NRF-2018S1A5A8028993)。

② 关于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神话的回归”话语及相关现象,详细内容可参考洪允姬:《21世纪中国神话学的朝向当

下———“神话性”与“神话的挪用”之间》,《中国语言文学论集》2018年第6期。

③ 叶舒宪在《人类学想象与新神话主义》(《文学理论前沿》2005年第2期)中第一次提出“新神话主义”概念。

④ 关于对神话主义的几点批评及相关的辩解及答复,详细内容可参考杨利慧:《神话主义研究的追求及意义》,《民间文

化论坛》2017年第5期。

⑤ neo-mythologism由意大利电影导演维托里奥·科塔法维(Vittorio
 

Cottafavi)、俄罗斯音乐学家维多利亚·艾达门科

(Victoria
 

Adamenko)首先使用,mythologism由叶·莫·梅列金斯基(Yeleazar
 

Meletinsky)在《神话的诗学》一书中第一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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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神话主义主要聚焦于探讨当代社会中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构建,以期突破以往“向后

看”的神话学研究倾向,转而开拓一种“朝向当下”的研究范式。然而,中国式神话主义话语面临一

系列困境,这些困境与杨利慧提出神话主义话语的直接背景———民俗主义(folklorism)密切相关。
对中国式神话主义话语兴起的最直接动因———民俗主义的兴起及其经过、中国民俗学对民俗主义

的引入过程以及其对中国式神话主义话语兴起的影响进行考察发现,神话主义话语面临的困境,可
从确保历史视角和朝向民族(ethnos)的神话学两个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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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论

提及神话,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大概就是“很久以

前的故事”“远古的故事”,但是,许多神话故事即使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也并未消逝,时至今日,仍以多种

形式传承、挪用、再生。神话的“现在性”(nowness),
即神话在当代的意义和存在形态等,一直是神话学

界持续探讨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现代

主义理论和东亚论的兴起,韩国亦出现从“神话的回

归”或“东方性”中寻找新时代智慧的新动向。在此

背景下,在希腊罗马神话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神话学

领域中,韩国神话、中国神话等东亚神话开始受到关

注,并引发了更加多元、热烈的讨论。②

关于神话的现在性问题,中国神话学界从21世纪

0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新神话主义(neo-mythologism)
话语③,从21世纪1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神话主义

(mythologism)话语④。实际上,在文艺批评领域,
“neo-mythologism”或“mythologism”的使用要早于

神话学界,它用于说明残留于作品中的神话原型的

循环。⑤当今中国神话学界的代表人物叶舒宪和杨

利慧分别用这两个术语———具体而言,这两个术语

分别意味着当代神话的回归和神话的当代挪用———



  ① 在韩国民俗学中,实际上“ ”(真正性)一词并不能完全表达authenticity的概念。在韩国,有时还将authenticity译

为“ ”(真实性)、“ ”(真伪性)、“ ”(本质性)、“ ”(正统性)等。一般而言,民俗存在某种一手原本,authenticity
是在真民俗这一构思中使用的术语。本文中将其译为“ ”,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四个标准(具
备世界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及管理的法律保护措施和行政体系)之一的authenticity在韩国使用的官方翻译为

“ ”。
 

authenticity的中文译法有“本真性、真实性、原真性”等,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官方文本一直采用“真实性”的
译法。鉴于洪允姬教授将authenticity翻译为韩语时,采用了韩国的官方译法,故而译者在本文翻译中采用我国的官方译法,将

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

② 本文中出现的主要术语“神话主义”(mythologism)、“民俗主义”(folklorism)以及“伪民俗”(fakelore)的标记方法和术

语的使用说明如下。首先,不顾“—主义”在韩国所具有的政治理念色彩,将 mythologism标记为“ ”,不仅是因为中国

神话学界将其翻译为“神话主义”,还因为在韩国首次介绍该术语的梅列金斯基的《神话的诗学》中亦将其译为“ ”,

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1、2
 

)》,朴钟昭、崔幸奎、车芝苑,那南(音译),2016年。虽然中国将folklorism译为“民俗

主义”,但在韩国民俗学界,20世纪70年代李相日首次将该术语介绍到韩国时,将其音译为“ ”,之后很多学者亦将

其音译成“ ”或“ ”,因此,本文将其标记为“ ”。意为“假民俗”的“fakelore”在中国被译为“伪民

俗”,但韩国学者大多将其音译为“ ”,该术语是为了与folklore形成对比而由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另行

创造的,为了保留该术语的色彩,本文中亦标记为“ ”。

③ “ethnos”源于希腊语“ ”,在政治学中,通常与“demos”(公民)对应使用,意思为“种族”。但是,在本文中,基于安

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的ethnie(民族)/nation(国家)二分法,“ethnos”指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形成的共同体,是
与“nation”相对应的概念。史密斯将拥有共同起源的神话、历史记忆、共同象征等“共同历史和文化”的集体用法语称为“ethnie”。

日本民俗学者二宫弘之再次将其解释为“民族国家层面的nation”和“nation内起到社会团结作用的ethnos”。若ethnos意为

“自生结合,文化因素起主要作用,隐藏于深层”,那nation则是“更具人为性,政治因素起主要作用,表现为表层的意识形态”。

参考Anthony
 

D.Smith:“The
 

Origins
 

of
 

Nation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12,no.3(1989);伊藤干治:《日本人的人类

学自画像———从人类学视角看柳田国男和日本民俗学》,林庆泽译,一潮阁,2014年,第33页。

④ Hans
 

Moser:“Vom
 

Folklorismus
 

in
 

unserer
 

Zeit”,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Vol.58(1962).
⑤ 实际上,“folklorismus”一词并不是由汉斯·莫泽最先使用的。与民俗学中的民俗主义用法不同,20世纪初西方先锋

派艺术家们将此词用于原始又具有民俗特征的艺术形式,其意义与“原始主义”(primitivism)相近。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3月

阐释神话的现在性,并在中国神话学界引起了广泛

讨论。尤其是从2014年杨利慧提出“神话主义”概
念后,神话主义话语在中国神话学界引起了激烈的

讨论,并于2017年达到高潮。
然而,在神话主义讨论中,针对杨利慧提出的这

一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担忧和批评意见。批评主

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否有必要提出“神话主义”这
一概念,它的提出是否反而会使讨论变得复杂? 其

二,神话主义中的“神话”是否是真正的神话? 提出

这一批评的学者从神话的定义出发,认为神话应该

是神圣的叙事。然而,笔者认为,神话主义话语所面

临的更根本的困境是缺乏历史视角,以及其基本概

念在设定时就受到真实性(authenticity)① 的制约,
这两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杨利慧是以“民俗主义”
(folklorism)概念为基础而提出神话主义概念的。
这是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

因此,本文首先将考察神话主义话语兴起的最

直接动因和背景———“民俗主义”② 的概念,而后梳

理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主义概念的引入以及相关话

语的形成经过,最后明晰从民俗主义导出中国意义

的神话主义概念的历程。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

现,神话主义话语实际上暴露出民俗主义在最初形

成时就存在的一些同类型难题和困境。为了突破神

话主义话语的困境,需要在神话的现代性讨论中引

入历史视角,并致力于发展朝向民族(ethnos)③的神

话学研究。

  二、民俗主义话语的兴起与发展

众所周知,民俗学中的民俗主义探讨源于德国

民俗学者汉斯·莫泽(Hans
 

Moser)1962年在《论当

代的民俗主义》(Vom
 

Folklorismus
 

in
 

unserer
 

Zeit)④

一文中使用的“folklorismus”一词⑤。
此后,莫泽通过另一篇论文《民俗主义:民俗学研

究的一个问题》(Der
 

Folklorism
 

us
 

als
 

Forschungsprob-
lem

 

der
 

Volkskunde)阐释了这一概念。他关注到当

时德国新闻媒体在描述特定民俗、民俗音乐、民俗舞

蹈等时使用了术语“folklore”,他在“folklore”的基

础上加上了表示某种运动性或倾向性抽象名词的

·2·



  ① 参见李相贤:《德国民俗学界的动向和韩国民俗学的立足之地探索———以Folklorismus和民俗主义争论为例》,《韩国

民俗学》2010年第1期。

② Hermann
 

Bausinger:“Zur
 

Kritik
 

der
 

Folklorismuskritik”,Populus
 

Revisus,Tübingen,1966.
③ Richard

 

M.Dorson:Folklore
 

and
 

Fakelo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④ 对此,Dan

 

Ben-Amos和Regina
 

Bendix曾提及。参考Dan
 

Ben-Amos,“Context
 

in
 

Context,”Western
 

Folklore,Vol.
52,NO.2(1993);

 

Regina
 

Bendix,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7,P188~207.
⑤ 李相日:《冲击与创造———文化意识与传统的探索》,创元社,1975年,第259~264页。

⑥ 伊藤干治:《日本人的人类学自画像———从人类学视角看柳田国男和日本民俗学》,林庆泽译,一潮阁,2014年,第195页。

⑦ 伊藤干治:《日本人的人类学自画像———从人类学视角看柳田国男和日本民俗学》,林庆泽译,一潮阁,2014年,第191页。

⑧ 伊藤干治:《日本人的人类学自画像———从人类学视角看柳田国男和日本民俗学》,林庆泽译,一潮阁,2014年,第196
页,第199页。

⑨ 权爀熙:《民族主义和“传统的发明”———以“传统的发明”话语的人类学争论和民俗学中的民俗主义讨论为例》,《比较

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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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us”创造了术语“folklorismus”。莫泽将民俗

主义与“民俗的再现及挪用方向与方法”结合起来进

行说明,他指出,民俗主义遗漏了民俗蕴含的实际本

质,脱离了原来的传承语境,根据大众或消费者的喜

好人为地对民俗进行了改造。①此后,民俗主义概念

指“民俗的挪用、民俗的商品化、民俗的第二手的经

历”等,此 概 念 经 由 赫 尔 曼·鲍 辛 格(Hermann
 

Bausinger)②的批判性发展,在以慕尼黑学派为代表

的德国民俗学中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深化,直至20世

纪80年代中期,对当代社会中民俗的生存和商业化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美国民俗学界于1990年翻译并介绍了鲍辛格

关于民俗主义的著作,随之展开了民俗主义讨论。
有趣的是,美国民俗主义讨论盛行期,正是美国民俗

学界摆脱以往的民俗真/伪二分法———美国民俗学者

理查德·多尔森(Richard
 

M.Dorson)创造了“伪民

俗”(fakelore)一词以区别于“真民俗”(folklore)③,此
后民俗真/伪二分法兴起———研究范式从文本转向

语境的时期。④

在亚洲,韩国学者李相日于1975年首次引入

“民俗主义”这一术语⑤,但当时此术语在韩国民俗

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正式开展有关民俗主义

讨论的是日本民俗学者。日本于1990年引入“民俗

主义”概念,随后展开持续讨论。2003年11月日本

民俗学会刊行的《日本民俗学》第236期的“民俗学

主义专号”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日本对民俗主义的

基本理解与德国一样,认为民俗主义诠释的是“当代

社会对民俗文化的改造”⑥,但各学者对民俗主义有

着不同的见解。例如,在“民俗学主义专号”中,河野

真高度评价了民俗主义,并主张这一概念对掌握民

俗文化的活力而言是非常有用的。他认为:“我们不

能只关注民俗原本的形态……如果聚焦民俗知识的

回流,那它们就是研究对象而非简单的关注点。”⑦

森田真也通过《民俗学主义与观光———民俗学中的

观光研究》梳理了民俗学主义与观光的关系以及民

俗学视角下的观光之意义等,并呼吁民俗学者在从

观念上探讨观光中民俗学主义现象的真伪之前,应
关注地域社会利用这些民俗文化作为生存手段的事

实。伊藤干治指出,民俗主义仅是“描述民族国家形

成以后、近代以后民俗文化改造过程的概念”,如果

变化性是民俗文化的原理之一,那么“民俗主义论者

作为前提的‘一手的民俗文化’或‘原本语境的民俗

文化’也只是某个特定时期民俗文化改造过程中的

一个场面”。⑧

中国民俗学界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

引入民俗主义概念并展开讨论,当时学者们主要聚

焦于德国和日本民俗学中的民俗主义话语。但是,
正如现在许多学者所强调的,在德国慕尼黑学派提

出这一术语之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就已

经讨论过民俗主义现象,只是探讨方向有所不同。
德国民俗学聚焦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随着技术的

发展,民俗文化的商业化和旅游资源化的转变,而苏

联和东欧地区更多地关注民俗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的关联性,以及自19世纪以来民俗文本所蕴含的政

治意义。⑨正如王杰文所言,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主

义介绍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民俗的商业化,主要关注

德语、日语圈学者的成果,而相对忽视了研究民俗的

政治化的俄罗斯、东欧、中欧、北欧学者的成果。[1]这
一点对接下来将要探讨的中国的民俗主义———中国

式神话主义话语兴起的动因———引入和发展特征而

·3·



  ① 论文中,学者们将“folklorism”译为“民俗学主义”,但此后“民俗主义”一词在中国被更加广泛地使用。事实上,“folklore”

内涵“民俗”和“民俗学”两种意思,“folklorism”亦有两者结 合 之 意。韩 国 学 者 之 所 以 不 意 译 该 术 语,而 是 将 其 音 译 为

“ ”,可能亦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② 金光亿:《当代中国的民俗复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运动》,《比较文化研究》1993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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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界的民俗主义引入和发展

如前所述,民俗主义曾是20世纪后期世界民俗

学界的主要关键词之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到

80年代初,围绕民俗主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是

继Guntis
 

Šmidchens的Folklorism
 

Revisited[2]之

后,最近在西方民俗学界很难再见到有关民俗主义

的探讨。而在中国,从2007年《民间文化论坛》的
“民俗主义专栏”至今,对民俗主义的讨论一直相当

活跃,甚至在中国神话学领域出现了以民俗主义为

基础的神话主义话语。
日本民俗学会刊行《日本民俗学》“民俗学主义

专号”的2003年,日本学者河野真在中国民俗学会

成立20周年学术会议上发表《Folklorism和民俗的

去向》,自此,“民俗主义”概念开始被介绍到中国。

2004年,《民间文化论坛》第6期刊登了西村真志叶

和岳 永 逸 的《民 俗 学 主 义 的 兴 起、普 及 以 及 影

响》[3]①,该文介绍了民俗学主义在欧洲、美国、日本

等地得以兴起和普及的基本情况,强调民俗学主义

可能对中国民俗学界产生的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后,由旅游部门和文化部门等政府职

能部门监管的国内众多以民俗为基点的旅游,长时

间将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学者拒斥在其规

划与开发之外。虽然可能在短时期内给当地人的生

活带来了些许变化,但这些开发较少考虑对民俗的

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和当地民众的文化感受。畸

形发展的民俗旅游快餐对原生态民俗的破坏和只求

眼前经济效益编造的“民俗”,更加让民俗学者愤愤

不已。这样,对民俗的研究和对民俗的现代化利用的

双方也就渐行渐远,而非一种良性有机的互动。发起

者出于善意的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在不

少时候也就变相地成为了对民间文化的破坏。[3]

韩国学者金光亿曾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重建民俗传统,这不仅是

民间层面的尝试,亦是党和政府,即国家层面的尝

试。②2001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民协”)主
席冯骥才强调,应该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他向政

府提交了相关提案。2003年,民协在国家支持下启

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紧急抢救工程”。2004年4
月,中国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国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和《中国民族民间文

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另外,2004年韩国的江陵

端午祭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事件加速推

进了中国将民俗文化视为中华文化重要财产的进

程。关注“当代社会中民俗文化的挪用、重构、改造

现象”的“民俗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民俗学

界所引入、接受。

2006年,宋颖翻译了瑞吉纳·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的《民俗主义:一个概念的挑战》[4](P859~881)。
《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刊登了王霄冰的《民俗

主义论与德国民俗学》。王霄冰的文章探讨了德国

民俗学界民俗主义兴起的背景、主要视角和讨论,以
及它对德国民俗学发展的影响等。[5]

中国民俗学界正式对民俗主义展开讨论,始于

2007年《民间文化论坛》第1期组织的“关于‘民俗

主义’”专栏,其发起者正是神话主义的倡导者杨利

慧。专栏刊登的论文如下:(1)杨利慧《“民俗主义”
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

义》[6];(2)沃尔夫刚·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
著,吴秀杰译《面对历史转折的德国民俗学》;(3)西
村真志叶《民俗学主义:日本民俗学的理论探索与实

践———以􀎮日本民俗学􀎯“民俗学主义专号”为例》;
(4)森田真也著,西村真志叶译《民俗学主义与观

光———民俗学中的观光研究》;(5)马昌仪《论猪的文

化品格———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猪》;(6)周星《饺子:
民俗食品、礼仪食品与“国民食品”》。

上述论文中,(5)探讨了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猪,
(6)考察了民俗食品饺子,这两篇论文实际上与民俗

主义并无直接关系。参考《民间文化论坛》第1期编

辑所言,为了迎接2007年丁亥年,即猪年的到来,刊
登了中国神话学界著名元老级学者马昌仪的论文

(5)。同样,为了迎接春节,将聚焦春节代表性食品

饺子的论文(6)亦汇总在了民俗主义专栏中。[7]2004
年,韩国抢夺“端午”事件导致中国产生危机意识,彼
时“保卫中秋节”“保卫春节”等呼声爆发。在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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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星的论旨———饺子既是民俗食品,又是礼仪食

品,并将日益成为中国的“国民食品”———则显得颇

具深意。
与民俗主义有直接关联的其余四篇论文中,(2)

和(4)分别是译介德国和日本民俗学者关于民俗主

义的论文。(2)翻译了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

学研究所所长沃尔夫刚·卡舒巴的《欧洲民族学概

论》(Einführung
 

in
 

die
 

Europ̈aische
 

Ethnologie)
的部分内容,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

政治社会转折时期,以慕尼黑学派为核心的学者们

对民俗学的反省和发展,以及民俗主义讨论兴起的

历史背景等。(4)是由西村真志叶翻译的森田真也

的《民俗学主义与观光———民俗学中的观光研究》。
由此可见,贴合“民俗主义”专栏话题的论文只

有(1)和(3)两篇,其中西村真志叶的论文是以日本

民俗学会2003年刊行的《日本民俗学》“民俗学主义

专号”为例,介绍日本学者对民俗学主义的理论探索

和讨论。因而,中国学者正式讨论民俗主义的文章

实际上只有一篇,即杨利慧的《“民俗主义”概念的涵

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文章

中杨利慧对“民俗主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梳理,介
绍了相关个案研究,阐明了民俗主义对当代中国民

俗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关于“民俗主义”概念的涵

义,杨利慧介绍了德国的汉斯·莫泽、赫尔曼·鲍辛

格,挪威的玛格纳·沃留尔,日本的河野真,美国的

琳达·戴格,爱沙尼亚的克里斯汀·库特曼等学者

的观点,同时她还补充了民俗主义相关个案研究成

果。[6]杨利慧之所以如此关注民俗主义,是因为她认

为民俗主义的相关讨论可以充当当代中国民俗学转

型的媒介。
尽管目前民俗学似乎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

重视———民俗学家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上频频露

面,畅谈春节的来历、端午节的演变等,特别是

在当下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动中,民

俗学家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甚至在很大程度

上能够决定某一民间文化事象能否够得上成为

“遗产”———所以许多民俗学者欣喜地感到,中

国民俗学的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临。但是,需要

警醒的是,民俗学学科依然是和“过去”“遗产”
“即将逝去或已经逝去的传统”相联系,民俗学者

也依然是“救亡者和保存者”的形象,民俗学并没

有从内部和根本上改变鲍曼(Richard
 

Bauman)
批 评 的 那 种 “向 后 看 ”(backward

 

looking
 

perspective)的学科特点(Bauman
 

1984[1977]:

48)……有关民俗主义的讨论……它能够拓宽

民俗学者的视野,使大家从“真”与“假”的僵化

教条中、从对遗留物的溯源研究中解放出来,摆
脱“向后看”、从过去的传统中寻求本真性的局

限,睁开眼睛认真看待身边的现实世界,从而将

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也可以促使民俗

学直接加入到文化的重建、全球化、文化认同、
大众文化、公民社会等的讨论中去,从而与文化

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更好地对

话,加强民俗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并对当

代社会的研究有所贡献,对当前重大而剧烈的

社会历史变迁过程有所担当。[6]

以上引文体现了杨利慧此后提出神话主义的重

要问题意识,即民俗学只有摆脱现有的“向后看”视
角而转为“朝向当下”,才能谋求民俗学的学科内部

改革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民俗学才能对当今社会的

研究做出贡献。杨利慧认为,“民俗主义”概念及其

相关的讨论将成为民俗学朝向当下的有用媒介。
此后,“民俗主义”一词在中国民俗学界出现频

率增高,有关民俗主义的研究也一直延续至今。以

《民俗研究》上刊登的部分论文为例:2012年刘爱

华、艾亚玮《创意和“变脸”:创意产业中民俗主义现

象阐释》,2014年王杰文《“民俗主义”及其差异化的

实践》,2016年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

的实践性》和王霄冰《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

去往何方?》,2019年徐赣丽《当代都市消费空间中

的民俗主义———以上海田子坊为例》[8]。2007年

《民间文化论坛》的民俗主义专栏主要介绍了德国和

日本的民俗主义,之后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案

例研究的相关讨论均更加多元化。另外,《民间文化

论坛》在组织民俗主义专栏10年后的2017年,刊登

了宋颖《民俗主义再检省》,这一文章译自古提斯·史

密什(Guntis
 

Šmidchens)的Folklorism
 

Revisited。[2]

从21世纪0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民俗学界引

入“民俗主义”概念并将其应用于研究,加以发展,主
要缘于学术界内外的几个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
在恢复传统的过程中,以农村为核心的民间仪礼大

规模“复活”,民俗文化复苏。对此,政府试图从国家

层面对民俗文化进行管理、利用。而且,进入21世

纪后,韩国江陵端午祭被选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事件致使中国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关注度急剧上升,进而导致了新的社会风

气———民俗文化上升为国家 层 面 的 中 华 文 化 遗

产———的形成。其次,民俗学界开始反思自身在适

·5·



  ① 洪允姬:《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中国语文学杂志》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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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代需求方面的不足,并认识到需要引入新的学

术视角并进行学术改革。在民俗学领域内外需求的

推动下,中国通过日本引入了曾一度是世界民俗学

界核心关键词的“民俗主义”,这一概念非常适用于

将文化视为一种产业的中国实际情况。
然而,对中国民俗学引入“民俗主义”概念做出

决定性贡献的杨利慧本人,自2007年发表论文《“民
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

设的意义》后,再未有与民俗主义相关的其他后续研

究。21世纪00年代,她与安德明一起积极向中国民

俗学界介绍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杨利慧将表演理论

观点应用到实际民俗调查中,在汉族居住地区考察

女娲相关信仰和神话的传承情况,出版了《现代口承

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9]

和《中国神话母题索引》[10]。2014年,杨利慧通过

《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

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11]和《当代中国电子媒介

中的神话主义》[12]两篇论文,将民俗主义相关讨论

以新面貌重新引入学术界。

  四、从民俗主义到神话主义

杨利慧提出“神话主义”概念并引发学术界形成

神话主义讨论的背景和动因,除本文中讨论的民俗

主义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首先,如前所述,进
入21世纪后,中国学术界亦开始认识到“神话的回

归”,并随之兴起了由叶舒宪引领的“新神话主义”讨
论。其次,自21世纪初杨利慧积极将表演理论引入

中国学术界以来,其影响日益显著。表演理论重视

“现在”“这里”等表演现场的即时性,它推动了民俗

学“从 历 史 到 现 实,从 过 去 到 现 在,从 残 余 文 化

(residual
 

culture)到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
从文本到语境”① 的研究范式转换。例如,《现代口

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
是杨利慧从2000年开始主持的教育部课题“现代口

承神话的传承与变异”的成果,“它是体现表演理论重

视现场的‘即时性’和发声现场语境的典型案例”②。
杨利慧的后续课题“中国神话的当代传承———

以遗产旅游和电子传媒的考察为中心”,是在此前对

汉族地区女娲信仰和神话传承现状调查的基础上,

对当代电子传媒中神话的挪用和改造情况进行进一

步研究。以此为基础,杨利慧提出了“神话主义”概
念。笔者认为,“民俗主义”概念在这里扮演了关键

角色,而基于这一概念的思考,则是区分新神话主义

与神话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杨利慧认为,神话主义和新神话主义的差异在

于“与神话本身的距离”,即,与神话主义研究对象相

比,在叶舒宪新神话主义的研究对象中,传统神话叙

事被稀释,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因而其与神话本身

的距离更远。[11]但笔者认为,杨利慧“神话主义”概
念之基础———民俗主义构想,是区分两者的决定性

因素。因为叶舒宪的“新神话主义”概念并不以民俗

主义设想的民俗(或神话)的挪用和重构为前提。新

神话主义涉及的一般是貌似神话的创作而非神话的

挪用,但神话主义关注的是神话的挪用和重构:
我所谓的神话主义,是指“20世纪后半叶

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

泛影响而产生的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

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

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

新的功能和意义。”[13]

上述对“神话主义”的定义,与“民俗主义”概念

定义中日本学者的诠释方式相似。日本学者认为,
“民俗主义是指民俗文化脱离其产生的语境,获得或

被赋 予 第 二 次 意 义 或 功 能 的 现 象”(八 木 康 幸,

1994)。自2014年提出“神话主义”概念以来,杨利

慧自己也多次强调,神话主义的基本问题意识源于

民俗主义:
这一概念的提出直接承继并且力图进一步参

与民俗学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肇始并一直延续

至今的有关民俗主义、民俗化(folklorization)、民俗

的商品化、民俗过程以及“类民俗”(folkloresque)
等的大讨论和相关反思,所针对的是

 

20
 

世纪后半

叶以来,随着文化产业、大众流行文化、媒介技

术的迅猛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巨变。[13]

与探讨民俗主义必要性时相同,讨论神话主义

必要性时,屡次强调的是从“向后看”研究转向“朝向

当下”研究的方向转换。

2017年,中国神话学界正式公开地对神话主义

话语进行了深入讨论。同年7月3日,在杨利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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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的专栏是“神话主义与朝向当下的神话学”,《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5期的专栏是“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的专栏是“神话研究专题”。

② 伊藤干治:《日本人的人类学自画像———从人类学视角看柳田国男和日本民俗学》,林庆泽译,一潮阁,2014年,第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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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学
术会议。应杨利慧邀请,神话学家们集聚一堂,就神

话主义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及意义、潜力与问题等展开

了讨论。2017年末,民俗学、神话学领域的代表性期

刊《民间文化论坛》《民俗研究》《长江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组织了“神话主义”和“朝向当下的神话学”
专栏,大量刊登了7月学术会议上讨论的成果。①

尤其是在《民间文化论坛》中,著名民俗学者、
《民间文化论坛》主编安德明对该专栏的企划宗旨做

出了如下阐释:
同“民俗主义”一样,“神话主义”这个概念,

也是在学术反思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要

对以往相对僵化、偏执的神话研究进行重新纠

正,从而积极参与当下,并以包容的心态理解和

对待当前出现的各种与神话相关的文化现象。
面对鲜活的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

文化现象,究竟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于过去的

学科领地,还是充分利用学科长期累积的研究

视角与方法,把新的文化现象与传统结合起来

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思考? 这可以说是关系到学

科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正如“民俗主义”及“民

俗过程”等概念的发明者那样,“神话主义”概念

的倡导和运用者,通过以积极姿态介入现实生

活,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鲜明的答案。[14]

然而,在以民俗主义构想和“朝向当下”研究的

必要性等问题意识为基础提出“神话主义”概念的过

程中,中国学者舍弃了前述的关于“民俗主义”概念

的多种观点,有选择地使用了“二次传统”“脱离最初

语境的民俗”。这相当于中国民俗学和神话学通过

民俗主义和神话主义话语,重新套上了他们一直想

摆脱的真/伪的标准———真实性的枷锁。

  五、神话主义话语的困境

(一)真实性的束缚

王杰文曾指出,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主义的讨

论不够多元化,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或地区的

多种视角和阐释探讨不足。他认为,中国民俗学界

对德语、英语、日语界学者的相关成果做了比较全面

的介绍,但德语、日语界学者在讨论民俗主义现象时

主要聚焦于民俗商业化的层面,相对忽略了俄罗斯、
东欧、中欧、北欧学者在研究民俗政治化层面取得的

相关成绩。他还指出,“因为不加批判地追随德、日
学者去关注‘当代的民俗主义’,中国民俗学者基本

上忽略了‘过去的民俗主义’。”他批评中国民俗学者

拘泥于“民俗主义与伪民俗”的相关讨论中,相对忽

视了“民俗主义与公共民俗学”的相关讨论引发的理

论更新。[1]

王杰文所指出的诸多问题,在徐赣丽的《当代都

市消费空间中的民俗主义———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中亦有体现。该文章以上海田子坊街道为例,批判

性地分析了当代消费主义强势冲击下传统民俗文化

成为商品市场的民俗主义产物的现象,尤其是在民

俗旅游场域中,为了迎合当代消费者的需求,商家不

断制造新的民俗或挪移异地他乡的民俗,生产传统,
贩卖乡愁的现象。她认为,这种脱离民俗原生语境,
出于商业目的而被复制或改造加工的民俗与传统社

会里的民俗相去甚远。[8]徐赣丽将民俗主义视为对

一手民俗的二手挪用(复制、改造、加工),特别强调

工业社会中民俗的商品化是其基本目标。事实上,
即使我们承认民俗具有可变性,但仍需批判性地审

视那些纯粹出于商业目的而对民俗文化传统进行盲

目改造、加工和商品化的现象。如果将这些现象称为

“民俗主义”,民俗主义就像汉斯·莫泽的初期想法一

样,总是无法摆脱“二手”(sencond
 

hand)
 

的束缚。
其实,正如伊藤干治所言,即使没有“民俗主义”

概念,亦可以使用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
提出的“文化客体化”(cultural

 

objectification)概念

对相关现象进行充分的说明。汉德勒认为,客体化

是指选择某种东西,并将选择的要素移入新的语境

中。被重新构建并语境化的对象,被重视它的人们

赋予新的意义。对于汉德勒而言,民俗等传统文化

是客体化的、扎根于意识形态的构筑物。②伊藤干治

甚至认为,“民俗主义”概念是以当代社会对民俗文

化的有意识的捏造为前提,因此属于文化客体化的

子类别。笔者对于从如此狭隘的视角定义“民俗主

义”并不认同,但却赞同可以用“文化客体化”概念说

明相关现象。与因没有固定的含义而一度在民俗学

界引起激烈讨论的“民俗主义”概念的不稳定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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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文化客体化”概念在解释相关现象时更加契合。
实际上,源于“民俗主义”概念的神话主义话语,

从概念的设定起就有危险性。只要神话主义意味着

神话的再现(representation)和神话的二手利用,那
这个概念仍然需要设定一手原典,故而基本上无法

摆脱真实性的束缚。这必然会反过来成为中国民俗

主义和神话主义话语的基本问题意识———民俗学、
神话学应打破从过去的传统中寻找真实性的局限

性,面向现实世界———的绊脚石。
事实上,谈论神话或民俗的真实性或原本、原典

是不恰当的,或者说从根本上而言是不成立的。首

先,正如柳田国男所言,民俗总是具有可变性、创造

性、连续性。这个原理亦适用于民俗叙事之一的神

话。最重要的是,民俗作为一种传统,具有连续性。
这也是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不能全部成为民俗的原

因。但是,民俗总是在不断地适应民众的生活并改

变,抑或以自身为财产创造某种东西。民俗、神话均

具有连续性、可变性和创造性,因而它们能够维持本

身的多样性,以不同的面貌在人们的生活中生存下

来,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若可变性和创造性

是神话和民俗的基本原理,那试图从中找到固有的

一手原本是不现实的,也是徒劳的。
此外,神话或民俗与历史一样,与传统相关联。

但与历史不同的是,历史(尽管存在争议)基本上被

视为事实,而民俗则不然,被视为想象性叙事的神话

更是无法与事实相提并论。这一点通过一个例子可

以得到印证:虽然“歪曲历史”这个词很熟悉,但“歪
曲神话”或“歪曲民俗”这样的词却有点陌生、模糊。

综上所述,神话主义若想摆脱真实性的束缚,就
需要摆脱民俗主义的构想,转换其概念的设定。另

外,正如瑞吉纳·本迪克斯所言,民俗研究中的重要

问题不是“真实性是什么”,而是“谁,为什么提及真

实性”。[4]换言之,判断民俗和神话的真/伪是为了在

某个特定的语境中赋予其正统性和权威性,与其说

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15](P21)

(二)“朝向当下”和神话的连续性

神话主义话语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缺乏历史视

角,这源于民俗主义话语引入阶段树立的基本问题

意识———“朝向当下”的民俗学、神话学追求。当然,
民俗学、神话学的研究并不总是需要具备历史视角。
但“民俗主义”或由其引出的“神话主义”概念聚焦在

民俗和神话的可变性和创造性,所以历史视角是必

需的。因为改变和被创造的是作为传统的民俗和神

话,既然是传统,必然要以连续性为前提。如果不考

虑连续性,民俗学、神话学的学科必要性又何在?

2007年,中国民俗学会强调关注民俗主义的必

要性时,杨利慧也曾表示:“没有一种民俗主义现象

不是根植于过去的民俗传统中,只不过是在新的社

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形态、
内容和功能。因此,研究民俗主义,必须将文本和语

境结合起来,将历史和当下结合起来。……民俗主

义或许能够成为连接民俗学的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很

好的桥梁。”[6]

但随着“神话主义”概念的提出和探讨,杨利慧

越来越强调要摆脱超然的、僵化的“向后看”神话研

究范式,转向“朝向当下”。2017年刊登于《民间文

化论坛》的《神话主义研究的追求及意义》是杨利慧

对同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受到

的各种质疑的回答。在文章中,她特别强调自己所

谈论的“神话主义”,是以与过去有本质不同的当代

为研究对象。尽管对神话的改造和挪用自古有之,
但“神话主义”概念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后半叶以

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影响而

产生的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13]

杨利慧解释说,电子媒介技术出现后的社会与

以前的社会有着质的不同,使用“神话主义”概念是

为了捕捉到产生质的变化的20世纪下半叶以后的

沟通方式。的确,当今电子媒介技术的出现急剧改

变了媒体环境,随着通信相关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

的社会也在快速地发生变化。因此,与以前社会相

比,电子媒介出现后的社会明显存在着质的不同。
此外,当代社会是一个大众消费社会、信息化社会,
故而在掌握当代社会的文化方面,需要新的视角。
杨利慧设定的神话主义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极大改变

人类沟通方式的新媒体,还包括文化遗产旅游中的

神话挪用。事实上,旅游产业中的包括神话在内的

传统民俗的挪用和改造问题,也是曾在民俗主义话

语中充分讨论过的话题。
即便如此,杨利慧仍强调神话主义所涉及的时

代固有性以及与以前时代的断绝性,可能与2017年

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所解答的核心问

题紧密相关。当被问及“是否有必要设定神话主义

这一新概念”时,杨利慧回答“有必要适当区分神话

和神话主义”,并从名实论的角度认为,为了把握某

种新的“实”,需要有称呼它的“名”。关于设定“神话

主义”概念的目的,她阐释如下:
“神话主义”的提出,正是要为长期被排斥

的,为文化产业、大众流行文化和媒介技术所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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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重构的神话,在学术殿堂里安置一个正当

的位置,建立其在学术上的合法性。[13]

笔者认为,杨利慧的回答可能只是一种迂回的

应对。事实上,需要区分的不是神话和神话主义,而
是神话的回归和神话主义,抑或想象力的复苏和神

话主义。换言之,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等各种电

子媒介和新媒体积极挪用神话素材的现象,其实通

过新神话主义的问题意识———神话的回归,亦可充分

进行诠释。此外,与文化研究者的视角不同,面对当

代文化中出现的此类现象,虽然神话学者的专业性分

析意义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新的概念。
实际上,新媒体对神话的挪用和传播程度虽然

对神话学者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是关键的。真

正重要的是,挪用后的产物能引起多少人的共鸣,能
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洞察和展望。①

  六、确保历史视角和朝向民族(ethnos)的
神话学

  本文梳理了中国神话学界新的主流话语神话主

义兴起的核心因素———民俗主义被中国民俗界引入

和探讨的情况,并指出以民俗主义为基础而提出的

神话主义话语所面临的困境,与中国民俗学所应用

的民俗主义的难题一脉相承。
神话主义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当代社会中对神话

的挪用和重构。这是突破“向后看”的神话学倾向,开
拓“朝向当下”神话学研究的伟大抱负。但是,神话主

义在概念设定上,存在很难摆脱真实性(authenticity)
束缚的难题。另外,随着讨论的深入,逐渐有断绝地

剖析相关现象的倾向,神话学研究中必需的连续性

思维和历史视角变得越来越模糊。
笔者非常认同中国民俗学界民俗主义和神话主

义话语的基本问题意识,即民俗学、神话学应当摆脱

在过去传统中追溯原本和原典,面对现实世界。而

且,笔者毫不怀疑学者通过提出“神话主义”概念以

探寻当代社会民俗学和神话学意义的渴望及真心。

神话的现在性问题,是神话学需要保持持续的热情

解决的问题。然而,为了摆脱神话主义的困境,首
先,需要更加关注神话的挪用、改造、重构现象的连

续性,确保历史视角,这样才能对神话的现在性进行

更加多元的解释。
其次,真实性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概念设定时

采用了“民俗主义”概念的狭义内涵。如前所述,目
前中国国家层面正在积极推进民俗文化商品化和文

化产业,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在此过程中,民
俗文化或神话的主体从民族(ethnos)变成 国 家

(nation),从民众变成国民。民族的民俗和神话保

留了其特有的多声性(multivocality),但国家的民

俗和神话却以同质性和统一性为特征。② 民俗文化

或神话的生命力在于其多声性,但这要求其主体是

民族而非国家。
探求民俗的真实性、正统性,其实和“国家的民

俗”一样,追求的是同质性、统一性。
 

同时,也不能忽

视在中国这一语境中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当文化

产业和资本可能损害民族的民俗、民族的神话的生

命力时,民俗学者和神话学者需要以批判的视角监

督这一过程,守护民俗和神话的多声性。同时,在民

俗和神话的不断改变和创造、挪用及重构过程中,探
索并提出理想的方式和方向。

  七、神话主义话语的发展:写在最后的反思

本论文原本是笔者于2020年春天在韩国学术

期刊《中国小说论丛》上发表的论文,其实际撰写时

间是2019年,因此从撰写至今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

了。在这四五年的时间里,笔者对杨利慧教授提出

的神话主义的看法发生了不少改变。自2017年第

一次见到杨利慧教授后,笔者曾多次与杨教授就神

话主义交换意见,并有幸接触到杨教授丰富的后续

研究成果,这些经历促使笔者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

化。这些变化中,既包括笔者对一些片面理解部分

的修正,亦包括杨教授对神话主义讨论的推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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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笔者对神话的现在性(nowness)的理论也有了一

定的进展。恰巧此时杨利慧教授提议由张晖副教授

将拙稿译成中文以介绍于中国学界,笔者觉得有必要

借此机会补充一下这四五年间笔者的观点变化。
首先,论文中认为真实性(authenticity)是神话

主义困境的问题。坦白地说,这是本论文中笔者多

少有些片面理解的部分。换句话说,杨教授在2017
年北师大学术会议上提到的“区分神话和神话主义

的必要性”,并不是指区分真神话与假神话。反之,
神话主义反对在神话学中追求真实性,它是一个旨

在捕捉神话传统和神话主义之间相互性的概念。这

一点在杨教授不断努力将民俗理解为“循环往复、生
生不息的状态”[16]中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其次,在笔者看来,杨教授对神话主义的讨论中

最为显著的进展在于,从动态和开放的视角出发,找
到了如何利用神话主义连接过去与现在以确保神话

连续性的路径。这一点在杨教授的《当代神话学的

立场和追求:在整体时间观和互文之网中重新理解

神话与神话学》[17]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简单补充一下笔者对神话的现在性理论

研究的进展。最近在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Mark
 

Bender教授共同发表的论文《通过媒体性看中国神话

的现在性———大禹治水神话的传承、嬗变与挪用》
(“Nowness”

 

of
 

Chinese
 

Mythology
 

in
 

Media:Trans-
mission,Variations,and

 

Utilization
 

of
 

Myths
 

of
 

Yu
 

the
 

Great)(2024)一文中,笔者提议从媒介间性

(intermediality)而非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视角探

讨神话的现在性。这是因为“当代神话的现在性不仅

包括了穿越千年的古老文献和图像中的神话,还包括

了各种新媒体中的神话,以及以景观为媒介重构礼

仪行为、空间的神话”
 

。即,“于当代人而言,这全部

都是神话的现在,当今神话的现在性呈现于多媒体

和媒介间。”在媒介间的背景下,“通过各种媒介传递

的故事的各种形态,以多样态(la
 

multiplicité)形成

一个故事群(cluster)”,神话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在当

代人面前。例如,大禹治水神话多种多样,不同的故

事多样态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类似根茎(rhizome)
的“大禹治水神话群”。因此,神话不是固定的文本,
通过多样态可以掌握其保存、传播的运作方式———
神话的现在性。神话的多样态就像一个星团,体现

了神话的现在性。
由此可见,杨教授的神话主义和笔者的神话的

现在性讨论,虽然彼此的探讨方式和途径不同,但追

求的方向相同。归根结底,二者均试图从动态的视

角了解神话的生命力及其现代意义。神话生命力今

天也敲打着包括杨教授和笔者在内的被神话所吸引

的无数现代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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